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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述评

贾　雷

摘　要：生态、经济、能源等危机的并发和全球性环境治理的局限，使得 “转型”成为一个当前频繁使

用的术语。维也纳大学乌尔里希·布兰德教授提出的 “社会生态转型”概念，意图对近些年来应对社会生态

危机的战略性实践和学术性探讨做一种批判性分析。“社会生态转型”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旨在阐明当前占

据世界主流地位的 “绿色经济”战略正潜在地促成一种暂时性的、排他性的新型资本主义形态——— “绿色资

本主义”；而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政治生态学等相结合，则进一步揭示 “绿色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

场并未触及破坏性根源的选择性 “绿化”，而 “转型”的关键在于批判与实质性变革当前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

统治形式及其支配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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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学系乌尔里希·布兰德 （Ｕｌｒｉｃｈ　Ｂｒａｎｄ）教授提出的 “社会生态转型”
概念，作为一个总括性术语，并无确切或唯一的定义，在更多情况下代表着一系列有关 “转型”的
认知和实践的集合。它试图描述近些年来源自不同利益视角与理论立场的、试图解决社会生态危机
的战略性实践与替代性思考所引发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转变［１］。这其中，既包括由智囊团和
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等在旗舰报告中所提出的，在现存政治经济体制内依靠国家机关、私人企业、
社会精英等的主动改革，以实现缓解环境退化与恢复经济增长的双赢或多赢局面的战略性举措，像
《迈向绿色经济》、《绿色技术大改造》等，也涵盖了质疑现存利益主导性市场结构，进而挑战作为
其基础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统治性社会权力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的一系列指涉社会冲突、社会与
自然矛盾等的学术性思考，像政治生态学、关于 “去增长”的讨论等。正如布兰德本人所言，一个
概念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其更明了地阐释社会和社会生态现象与难题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一、“绿色经济”主导下的 “绿色资本主义”转型

源起于金融资本过度积累的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和以化石矿物燃料为基础的资源密集型生产与消费
模式所酿成的全球性环境退化，使得 “（多重）危机”成为描述这个时代的一个核心性概念。一方面，
由于缺少强有力的执行者，“可持续发展”在政治意愿、环境政策及其制度监管上的软弱使得 “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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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的２０年中，世界范围内资源、生态系统和污水池 （Ｓｉｎｋ）①的消耗大
幅上升，且随着新兴工业国的崛起，生态问题正变得愈发严重。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
国家急需找到新的经济突破口与投资领域，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利润空间。而资源稀缺、全球变
暖等生态问题所衍生的碳汇市场、绿色科技、可再生能源、绿色投资等则成为潜在的商业契机。“增
长”和 “积累”是资本主义从未被质疑过的永恒主题。因此，一种旨在重塑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环境
风险的新型经济范式——— “绿色经济”应运而生。“直白地说，绿色经济可视为一种低碳、资源高效
型和社会包容型经济。在绿色经济中，收入和就业的增长驱动着那些能降低碳排放及污染，增强能源
和资源效率，并防止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丧失的公共及私人投资。”②

在当前关于绿色经济的广泛讨论中，对社会生态问题的诊断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资源密集
型的西方生产和消费模式已使得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难以维系，二是市场制度并非
万能，适当的政治管控 （如积极的技术政策）成为必须。它们的目标和决策也极为一致：低碳经济、
资源效率、绿色投资、技术革新和更加可循环、绿色工作、减少贫困以及社会融入［２］。
布兰德认为，同２０年前的 “可持续发展”概念类似，“绿色经济”业已被视为政治和经济上可行

与合理的范式。尽管当前对绿色经济的探讨并未涉及结构上的阻力和与其相抵触的利益集团，但就目
前而言，生态与经济危机所催生的 “绿色经济”概念下的各种战略性决策，正潜在地促成一种新型资
本主义形态——— “绿色资本主义”，以取代陈旧且充满危机的后福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形态［３］。
相较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 “绿色资本主义”是一个矛盾性概念，即资本的增殖原则和环

境保护的根本性对立使得 “绿色”与 “资本主义”在现实中无法兼容，布兰德更加强调对抽象矛盾
之外的、具体危机形式的关注。在他看来，生态马克思主义通过分析占主导地位的交换价值而过分
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维系生物圈稳定的根本不相容性，很少从具体层面关注正在不断演化的
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以及内含于其中的表现形式各异的生态矛盾，而简单地认定管理这些复杂冲突
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而相比之下， “规制理论”对于社会转型过程的研究则有着明显的优势，
它对积累体制、管制模式等的具体分析，更有助于探讨不同时空、形色各异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
隐含的生态矛盾进一步恶化，或通过相应管治措施以保持暂时稳定的可能性［３］。此外，国家或政府
的政治实践也将成为这个复杂管制过程中需要重点考察的部分。在这里，国家并不是一个独立于社
会之上的中立实体，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凝结［４］。它必须保证 “转型”过程同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
相一致，如通过跨国获取原材料、区域性污染转移、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使人们既有的生活习惯
和消费需求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得到保证。此外，唯物主义国家理论和葛兰西霸权主义理论的引入，
则可以使人们对经济发展之外的、起到补充性作用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有着清晰的认知。
因此，“社会生态转型”作为一种分析性框架或概念，对 “绿色资本主义”的描述不仅仅是对

资本与自然这一根本性矛盾的阐释，更重要的是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
下，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具体的危机形式，以及所采取的危机管制措施、资本积累体制、发展动
力机制等。布兰德指出，“绿色经济”所倡议的 “自然金融化”［５］措施，将会成为绿色资本主义设计
框架内一系列危机管制的基础性轴心部分。
首先，处在经济和生态危机交汇处的 “绿色经济”，将通过自然的金融化以拓展新的逐利空间

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矿物燃料稀缺、能源供应不足、全球性粮食短缺、气候变暖等，在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性市场体制内都可以成为新的投资领域；电动交通工具、农业燃料、节能
产品、绿色技术和碳排放权等，都可以成为新型商品而帮助经济危机之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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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资本积累。即便是人类自身发展所造成的污水池 （如森林、海洋等）匮乏或污染等人为性
稀缺状况，也可以在抑制气候变暖等全球或地方性环境政策下成为新的投资契机。而且这一获利趋
势，将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对能源和排污空间需求的大幅度上升而更加明显。
此外，大量的绿色投资也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工作机会。２０１２年，“联合国声明，

如果绿色政策在促进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发挥正确作用，那么接下来的２０年内，将
在世界各地创造数千万份新的工作”。“研究显示，美国现在约有３００万份绿色工作，分配在风能、
能源效率等部门。在英国，这一数量接近１００万，且在少数经济领域一直有新的工作机会产生。在
西班牙，大约有５０万人从事绿色工作。同样，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数字也在上升。在巴西，全国人
口的７％、大约３００万人正处在绿色经济之中。”① 可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一轮资本积累完全
可以建立在绿色商品、绿色投资等生态危机所催生的 “绿色”措施之上。但是这在空间上却是极度
排斥性的，甚至是一种向不发达地区的危机转移。例如，为了完成欧盟 《可再生能源指令》 （Ｒｅ－
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② ———２０２０年各成员国交通能源消耗中的可再生能源份额必须达到

１０％，以降低欧洲的碳排放，致使全球对生物燃料的需求大幅度上升。而在世界第二大棕榈油 （生
物燃料的重要原材料）生产国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油棕榈耕地来自砍伐原始雨林后得到的土地。在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绿色投资的背后，是因掠夺发展中国家贫困农民的土地而激发的社会冲突。但不
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所寻求的、基于某种新的社会与自然关系 （相比于从前彻底破坏性的社会
自然关系是新的）的新型资本积累体制，正在已经停滞的金融主导的旧资本主义形态中发生，并正
在努力克服当前深刻的多重性危机”［３］。
其次，对资源稀缺影响的预估和商品化策略，以及 “自然金融化”，正结合而形成新的管控自

然资源开采的方式。资本主义积极的绿色技术发展政策与科技的不断进步，带来了能源效率的提升
与节能产品的热销，同时也诱发了对土地、农业部门等的投资。发达国家通过在世界各地购买、控
制和使用土地，从当地的生物量中获取传统能源、高科技产品所需的贵重金属元素和绿色能源所需
的原材料等。值得指出的是，当前开放的世界性贸易市场和激烈的全球性竞争，促使北方发达国家
集中于资源成本低、储量丰富的南半球第三世界国家，一种 “新的资源榨取主义”［６］ （Ｎｅ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ｉｓｍ）正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中形成。“新的资源榨取主义”这一概念旨在阐明，当前拉
丁美洲经济增长的强劲势态主要依赖于初级商品 （如原材料、自然资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
且剩余收入将直接用于改善贫穷与大部分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似乎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缓
解贫困的唯一可行的发展途径，其结果则是南半球许多国家的 “去工业化”，比如当前墨西哥的大
部分经济发展动力源自矿业开采部门。
此外，技术革新也催生了对太阳能、风能等新型能源的使用和对传统能源的 “非传统”获取方

式，如从深海油田中获取燃料和煤气，用水力破碎的方式从古老的页岩层中攫取天然气等。总之，
化石燃料已不像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所预测的那样紧缺，且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资源开采与节能产品
开发所带来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反过来将会进一步刺激对相关领域的投资。因此，布兰德认为，
将生物圈稀缺作为导致资本主义难以为继的一个难题是不准确的。在资本主义背景下，稀缺及其相
关影响可以被主导性政治和经济团体所制定与强制执行的各种国家或国际层面的支配性或抑制性措

施所管控，并在时空上外化。
北半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借助于市场之外的政治军事力量与当前极不平衡的寡头政治结构，

将资源密集型生产和消费所带来的生态负担在时间、空间上进行推延和转移———将 “棕色产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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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并将污染物运往中国、越南、东欧或非洲，而在本国进行一
定程度上的 “绿色调整”。例如，许多西方国家因不愿承担高昂的回收处理费用而将电子垃圾非法
运往非洲贫困国家或中国境内进行处理。其中一些有毒材料如铅、汞、砷等，严重危害了当地的生
态环境和居民健康。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垃圾倾倒场。２０１３年，据联合国数据
显示，全球产生的约７０％的电子垃圾最终流向中国。大部分电子垃圾的入境渠道是非法的，因为
根据联合国有关公约规定，明确禁止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向中国和越南这样的国家转移电子垃
圾①。与此类似，非洲加纳阿克拉市的边郊城镇阿博布罗西 （Ａｇｂｏｇｂｌｏｓｈｉｅ）② 被称为 “数字填埋
场”，每年有数百万吨合法或非法出口的电子垃圾在这儿被处理。
与资本主义国家生态负担外部化原则相伴随的，是一种吸引力日渐增强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的

“帝国式生活方式”（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ｏｄｅ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７］［８］，正如毛细血管般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迅速扩散。北半球发达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依托于具体的营销手段，通过世界市
场在南方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的中高社会阶层人群中迅速传播。尽管这种生活方式因为发展水平、购
买能力和对 “好生活”的定义不同而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呈现出极大的不平等性或相异的表现形式，
但维系 “好生活”所需的对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的土地、资源、廉价劳动力、污水池等的 “帝国
式”占有却是一致的。这种西方发达国家生产、生活方式的泛化，必然会造成国家之间在资源获取
与 “污水池”使用方面的冲突，但发达国家仍能依靠其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以及内嵌于国际制度
中的不平等关系在不平衡的国际生态秩序中保持着 “霸权”地位。
总之，不管是 “绿色经济”所推动的 “绿色资本主义”转型，还是正在全球流行的 “帝国式生

活方式”，都具有社会和空间上的极度排他性特点。更确切地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须通过政
治、军事或相关和约的力量压制和排斥南半球的新来者，甚至以牺牲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发
展为代价，保证其 “转型”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正常进行。但在当前这一特定的历史时间段，资本主
义社会的确能够以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重新组织其对自然的占用，以保证其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继
续。或者说，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深陷多重危机之后，一场试图修复资本主义发展动力机制与
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稳定的，由资本主义国家机
构和社会精英等统治力量所主导的 “绿色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确已经发生，生态和经济危机暂时
并不构成对资本主义基本结构和发展动力机制的否定。但布兰德也同样指出，管制并不意味着破坏
性占用自然的倾向与霸权性统治规则的终结。它只是将危机所带来的灾难推延到未来或外化到其他
地区，以缓和生态退化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阻碍。

二、“绿色资本主义”与 “被动革命”

在布兰德看来，马克思的基本看法是，资本主义是一种由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欲望所驱动
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形态。“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
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相反，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
却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
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９］（Ｐ４６９）依此而言，积累原则
对社会的 “转型”或变化本身，便有着根本性的深远影响。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本身就具有不断
“革新”的天性。资本主义另一个与 “革新”相关的趋势，是对世界性市场的拓展。资本主义生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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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 “不断扩大的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
场，使一切国家的市场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１０］（Ｐ６１）。
因此，从古典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术语，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复杂

多变的社会关系并无详尽说明，而且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建立在时间、空间、资源、财富的极
度不平衡之上，它同自然的关系也是破坏性的——— “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
了他的生活要素”［１１］（Ｐ１３４）。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在本质上便是倾向于危机的。在这里，布兰德试图
说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维系其生存与发展，改变或者某种程度
的 “转型”将会持续发生，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转型”背后的主导性逻辑是什么。
纵观目前大部分关于 “绿色经济”或 “生态现代化”的讨论与研究，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亟待治

理的难题与危机的真实社会内涵的界定。相反，分析总是集中在过度开采的能源和污水池，尤其是
过度排放二氧化碳所引起的大气污染。可见，“绿色经济”只是集中于改造资本主义的能源基础和
产生污染的制造业，而并非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庇护下的与社会统治密不可分的资本积累
原则、破坏性社会—自然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以，精英统治下的社会权力结构
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经济增长的社会发展导向与增长逻辑并未被触及。“绿色经济”
在大部分表述中意味着 “绿色增长”，其政策往往同经济利益和工作雇佣相一致。“自然金融化”或
“商品化”等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国家或国际性组织所主导的，是维系当前霸权性社会
结构和不平等的日常生产生活秩序的 “被动性革命”战略的一部分。
在布兰德看来，这样一种发展或转型可以用葛兰西的 “被动革命”概念来形容。“被动革命”

意味着解决危机的措施不允许破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基本先决条件与它所依赖的社会权力关系。
“被动性元素是指将从属部分的利益融入其中，但却仍将其维持从属位置。在将从属集团的知识分
子和领导者们吸收进权力集团的同时，剥夺他们对从属集团的领导权……权力集团的决定性职责不
是消除或解决矛盾，而是管制矛盾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这样的霸权概念并不是谋求
某种秩序的稳定，而只是解决冲突与矛盾的方式。”① 一场成功的 “被动革命”，可以调整资本主义
的生产模式而使其成为新的霸权计划的一部分，“绿色经济”所促成的 “绿色资本主义”便与此类
似。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 “被动革命”，不是社会进步所带来的自动调整，而是人为的、部分
的、有选择性的调整，并不必然改善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条件。
正如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的富裕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之上，“绿色资本主义”作为资

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暂时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其 “转型逻辑”是由统治阶层所主导的，在不触
及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统治关系的前提下，意图通过生态代价外部化、自然金融化、能源绿色化等
手段以改变资本主义工业基础的一种选择性、排他性 “绿化”。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有限性的、排
他性的、并未触及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与破坏性社会－自然关系的 “社会生态转型”，远非
消除当前全球性生态难题的根本措施。

三、作为一个批判性分析框架的 “社会生态转型”

布兰德认为，“社会生态转型”作为一个批判性分析框架，将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是对国家管
控或危机管制的认知。如前文所述，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生态难题，受到了社会统治力量的主导，
并具有霸权性和危机驱动的特征。规制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霸权理论的引入，有助于对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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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配性政治实践与霸权式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性分析，以及 “绿色资本主义”的帝国式、排斥
性、新殖民主义特征的解读。另一个挑战是 “控制客体”的概念化，即社会生态转型过程中变革对
象的概念化。这里的 “客体”并非自然科学所描述的处在危机之中的全球性生态系统，而是不可触
摸的各种复杂的社会支配方式、社会自然关系等。布兰德认为，这可以借助于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的
分析，它对 “社会—自然关系”的分析和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的激进性批判，使我们对转型 “客
体”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政治生态学在北美的学术研究中是自然社会地理学的一种主要形式，但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地

区还基本处于边缘地位。经过近些年的学术探究和政治实践，政治生态学已获得了迅速发展，其议
题也日渐多元。现在，这一术语主要应用于围绕人类社会与非人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所展开的广泛
关切。在认识论层面上，政治生态学致力于粉碎人类社会和它的自然环境之间过分简化的 “事
实”［１２］（Ｐ４），而批判性再思考自然和社会－自然关系。
当前，不同流派或方法下的政治生态学研究有着以下几点共性：首先，吸纳社会批判性理论和

以一种后实证主义的方式理解自然和有关自然的知识生产，并将这些视作无法脱离社会权力关系的
存在。许多政治生态学研究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性，它们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经常受到
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地理学的影响。因此，政治生态学同激进的学术研究取向密切相
关，拒绝以实证主义的方式理解社会关系和环境科学。其次，政治生态学坚信在社会—自然关系中
存在着无法通过社会或空间距离，比如通过遥感、普查、采集沙样或水样等方法解读的关键因素，
而只能通过集体的、开放式的、定性的方法 （大部分情况下是综合的）所确定。因此，政治生态学
在方法论层面上具有多重性，其大部分研究将定性分析、广泛的民族志研究如访谈与直接调查和历
史文献分析等方法相结合，并经常使用定量分析 （如使用地理信息系统）、勘察法和一系列生态科
学中常用的手段。第三，就政治层面而言，同马克思所讲的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
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１０］（Ｐ６１）相一致，政治生态学有着明确的价值规范，它从一开始就强调斗
争、利益和处在边缘地位的民众 （农民、原住居民、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女性、穷人）的疾
苦。因此，政治生态学不仅仅解释社会和环境的进程，更侧重于社会正义和激进政治，以构建另一
种理解社会和自然相互影响的方式［１２］（Ｐ６）。
因此，政治生态学视野下的自然，并非只是自然科学所描述的 “星球”，而生态关切也不仅仅

是对资源或污水池稀缺和气候变化的关注。自然的物质性可以被科学、经验等方式所认知并作用于
社会进程的同时，也由社会实践，如科学技术、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等所建构。因此，当反
思当前特定的、历史的、霸权性的、区域性不平等的自然占用方式时，考察的关键不应是 “环境”、
“环境空间”或 “星球边界”，而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的帝国主义的、父权式的、破坏性的占有。
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资本主义利益和权力统治支配下，满足衣食住行、健康、生育等社会基本需求
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危机实质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危
机，是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帝国式发展模式所不曾预想到的结果。
可见，在政治生态学基础上所建构的批判性 “社会生态转型”框架，是以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

体制的生态批判为起点。本质上由劳动来调节的人类社会与非人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呈现出一种特殊样态：使用价值受制于交换价值；资本、雇佣劳动以及其他劳动形式之间产生劳
动等级划分；形成与资本主义经济和阶级关系相分离的现代国家。人类社会中的 “自然殖民化”趋
势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社会形态内同强大的商品化趋势相连续①。自世界进入工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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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时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便以对自然的破坏性占有作为维系其帝国式生产生活方式与国家和社
会关系、社会－自然关系稳定的基础与代价，比如在福特主义时代。同时，国家政策和自由市场等
政治经济体制，又反过来确保这种破坏性占用自然方式的持续，或者说，以此为基础的生产生活方
式的继续。
在布兰德看来，自然科学对生态危机如资源短缺、环境退化、全球变暖等问题的分析性描述与

政治精英所构想的绿色技术、绿色经济等战略性应对，往往忽略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 “共
构性”特征与内嵌于霸权式的社会统治形式与发展动力机制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的
矛盾与冲突。尽管前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所谓的 “绿色”，但后者才是转型的 “客体”与关
键。因此，“社会生态转型”作为一种绿色左翼认知与战略框架，应着眼于分析和批判当前庇护破
坏性社会－自然关系与统治性社会关系的复杂的社会统治形式，也就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
并在更具体层面上提出 “深植于具体改革”、但又能够 “使消极革命意义上的危机管制措施无效化”
的进步性替代方案。
综上所述，“社会生态转型”既可以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对当前占据主流地位的 “绿色经济”

话语下的一系列生态危机应对措施做出概括性描述，阐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
管制之下，生态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正外化于其他地区或被推延于未来，而破坏性占用自然的生产与
生活方式并未得到根除；又能够从批判或规范性层面揭示其背后所隐含的严重不平等性、排斥性、
选择性与阶段性特点，揭示当前绿色左翼 “转型”的关键在于彻底地批判与变革资本主义复杂的社
会统治形式。
在布兰德的 “社会生态转型”研究中，他对霸权理论、唯物主义国家理论、被动革命等的应

用，使其关注点更多聚焦于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形式和国家管制手段或调适能力等这类具体层面的分
析。他对 “绿色资本主义”积累体制与规制手段的分析与批判，比较客观地揭示出当前资本主义发
达国家面对生态与经济危机时所具备的应对能力和以牺牲其他国家或地区为代价的霸权性战略。应
该说，这也是以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作为分析重点的传统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忽视的地方。但是，
他对于危机管制措施及其成效的过度强调，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淡化资本主义与自然根本性矛盾
的风险。
如果按照任何一种解放性社会科学都将面临三项基本任务———对现存世界的系统性诊断和批

判、设想可行的替代路径、理解转型的障碍、可能性和困境［１３］（Ｐ７）——— 的标准，布兰德所阐发的
“社会生态转型”目前还仍是处于第一层面，即对当前资本主义所引领的 “绿色”潮流的系统性诊
断和批判，还远未构成一种与当今世界 “绿色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展相抗衡的理论或运动。或者更
确切地说，“社会生态转型”在更多情况下是作为一种分析与反思当前有关 “转型 ”实践与讨论的
框架来使用，仍处于进一步的拓展与完善之中。

参考文献

［１］Ｂｒａｎｄ，Ｕ．，Ｍ．Ｗｉｓｓｅｎ．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Ｃａｓｔｒｅｅ，Ｍ．Ｇｏｏｄｃｈｉｌｄ，Ｗ．Ｄ．Ｌｉｕ，ｅｔ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ｏｂｏ－
ｋｅｎ：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Ｉ．Ｅ．），２０１５．

［２］Ｂｒａｎｄ，Ｕ．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ｏｘｙｍｏｒｏｎ　ｎｏ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ＧＡＩＡ，２０１２，（１）．

［３］Ｂｒａｎｄ，Ｕ．，Ｍ．Ｗｉｓｓｅ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ａ　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ａ　ｇｒｅｅ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Ａ］．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ｉｊｌ，

Ｋｅｅｓ（ｅｄ．）．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ｅｒｉｅｓ［Ｃ］．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２０１５．

—０７—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４］Ｂｒａｎｄ，Ｕ．Ｐｏｓｔ－ｆｏｒｄｉｓｔ　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ｗｏ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Ｌ．Ｒｏｎｎｉｅ，Ｈ．Ｓｈｅｌｌｅｙ（ｅｄｓ．）．Ｈｙｂｒｉｄ　Ｒｕｌ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ＲＩＰ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５．

［５］Ｂｒａｎｄ，Ｕ．，Ｍ．Ｗｉｓｓｅｎ．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ｕｒ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ｓｐｏｌｉ－
ｔｉｋ，２０１４，（２）．

［６］Ｂｒａｎｄ，Ｕ．Ｎｅ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Ｏｎｅ　ｓｉｄｅ　ｏｆ　ａ　ｎｅｗ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５．

［７］Ｂｒａｎｄ，Ｕ．，Ｍ．Ｗｉｓｓｅｎ．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ｏｄｅ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ｒｉｓｉｓ［Ｊ］．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２，（４）．

［８］Ｂｒａｎｄ，Ｕ．，Ｍ．Ｗｉｓｓｅｎ．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ｏｄｅ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Ｊ］．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３，
（４）．

［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
［１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１２］Ｐｅｒｒｅａｕｌｔ，Ｔ．，Ｇ．Ｂｒｉｄｇｅ，Ｊ．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Ｍ］．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５．

［１３］Ｗｒｉｇｈｔ，Ｅ．Ｏ．Ｅｎ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Ｒｅａｌ　Ｕｔｏｐｉａ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１０．

（责任编辑　周振新）

—１７—

贾　雷：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述评


